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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稀土元素对水生态安全的影响, 于 2014 年秋季对鄱阳湖 5 个代表性监测点的三角帆蚌及沉

积物进行样品采集, 分析三角帆蚌软组织及沉积物不同提取形态稀土元素的含量。结果表明, 三角帆蚌软组

织中稀土元素总量均值为 15.52 mg/kg, 轻稀土元素更易累积, 表明轻稀土元素对贝类的生物效应强于重稀

土元素。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总量均值为 285.22 mg/kg, 含量高于中国土壤平均值; 轻稀土元素明显富集, 

重稀土元素相对亏损, 呈现较强的陆源属性。各监测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 4 种赋存形态的平均含量: 残渣

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酸可提取态, 酸可提取态含量最低, 且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风险评估表明其均处于

无风险或低风险水平。三角帆蚌软组织中大部分稀土元素与沉积物中可氧化态和全量显著正相关, 表明三角

帆蚌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生物可利用性以可氧化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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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riopsis cumingii and corresponding sediment in five respective monitoring sections of Poyang Lake 

were sampled in autumn 2014, followed by the detec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REEs) in the soft tissue of 

Hyriopsis cumingii and sediments treated by BCR sequential exaction. As results, the mean value of total REEs in 

the soft tissue of Hyriopsis cumingii was 15.52 mg/kg, and light REEs were more easily accumulated, indicating 

that 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light REEs on Hyriopsis cumingii was stronger than heavy REEs. Correspondingly, the 

mean value of total REEs in sediments was 285.22 mg/kg with higher light REEs, suggesting the strong terrigenous 

properties. The REEs concentration in the sediment treated by BCR sequential extraction ranked as: residual 

fraction>reducible fraction>oxidizable fraction>exchangeable fraction. The exchangeable fraction displayed the 

lowest REEs concentration but the largest difference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y were all under low risk 

level analyzed by Risk Assessment Cod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s can be observed between REEs in 

Hyriopsis cumingii and that in the oxidizable fraction of sedim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bioavailability of REEs 

would mainly depend on REEs bound to organic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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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鄱阳湖监测点分布 
Fig. 1  Map of sampling sites distribution in Poyang Lake 

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 水环境安全问题已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金属元素具有持久性、

难生物降解性和对水生生物具有毒害作用等特点 , 

被认为是水环境中的重要污染物。迄今为止, 对重

金属元素(如铜、铅、铬、汞等)在水生生物体内的

累积及毒性已进行广泛的研究[1–2], 但是, 对稀土元

素 的 研 究 相 对 较 少 [3–4] 。 近 年 来 , 稀 土 元 素 在 工

业、医疗及农业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大量稀

土化合物进入环境系统中, 对水生态环境产生的潜

在影响引起广泛关注。 

我国稀土资源分布广泛 , 目前在全国  20 多个

地区发现稀土矿产。2012 年《中国的稀土状况与

政策》白皮书显示, 我国稀土储量约为 1859 万吨, 

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23%[5]。江西是我国主要稀土矿

产基地之一, 稀土开采污染较为严重。以赣州为例, 

赣州稀土开采遍布 18 个县(市、区), 涉及废弃稀土

矿山 300 多个, 遗留尾矿 1.91 亿吨[6]。这些矿山开

采、冶炼等环节产生的“三废”对周边土壤、水体等

造成巨大的环境压力。污染的水源通过五河汇入鄱

阳湖, 对鄱阳湖造成的潜在生态危害令人担忧。 

针对金属水环境污染的大多采用理化监测, 只

能反映瞬时污染水平。与理化监测相比, 由于生物

监测能够揭示多种污染物在自然条件下对生态的综

合效应, 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水环境, 因而逐

渐兴起。贝类监测由美国加州大学 Goldberg 教授

于  1975 年首次提出 [7]。贝类作为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中的一大类群 , 因具有分布广泛、生物量大、

生活史长、个体较大、行动能力较差、易于采集、

对污染物有较高的累积作用以及比较容易观测到剂

量效应关系等特点 [8], 被广泛认为是监测水环境中

金属等持续性污染物时空分布、提供环境早期预警

以及反映不良环境影响的理想指示生物[9–10]。 

沉积物被认为是包括金属元素在内的各种污染

物的“汇”[11–12]。对沉积物中金属的生物有效性的研

究对于揭示金属在河流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沉积物的地球化学性质对金

属的生物有效性影响至关重要 [13–14]。已有研究表

明, 贝类体内重金属的含量与沉积物中该元素的含

量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15–16]。金属在沉积物中的结

合形态被认为是影响贝类金属生物有效性的重要因

素之一[17]。毒性研究显示, 不同形态的金属具有不

同的生物有效性[18]。 

《 长 江 流 域 综 合 规 划 (2012—2030 年 )》 指 出 , 

要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重点

湖泊等河段水污染防治。本研究通过测定鄱阳湖不

同监测点三角帆蚌软组织及沉积物样品中的稀土元

素含量, 探究贝类组织中稀土元素与沉积物中稀土

元素含量的相关性, 为进一步完善金属水环境基准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布设 

本 次鄱 阳湖野 外样 品采集 开展 于  2014 年  10

月。根据鄱阳湖水文学特征, 并结合贝类生活习性, 

共布设 5 个监测点, 分别为湖口、修水、赣江、都

昌和鄱阳(图 1)。监测点位置信息及环境参数如表

1 所示。贝类采集工具主要包括蚌耙和自制钩子。 

1.2  贝类样品处理 
采集的三角帆蚌经清洗后 , 去壳取软组织 , 于

−70ºC 环境保存。测定前, 将样品取出解冻, 用超纯

水冲洗, 烘干至恒重, 然后将干燥后的样品研磨至粉

末状, 用称量纸包好, 放入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对研磨干燥的三角帆蚌样品, 采用 HNO3-H2O2

混合体系进行湿法消解。准确称取 0.2 g 干燥后的

贝类样品, 放入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 加入 10 mL 

HNO3, 于 80ºC 下低温预消解 60 分钟; 加入 0.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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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鄱阳湖各监测点位置信息及环境参数 
Table 1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f sampling sites in Poyang Lake 

监测点 经度(E) 纬度(N) 海拔/m 水温/ºC 水深/m 
电导率/ 

(μS · cm−1) 
TDS/ 

(mg · L−1) 

湖口 116°10′10.8″ 29°43′32.0″ 11.2 15.0 4.6 142 71 

修水 115°59′58.7″ 29°11′03.3″ 14.0 16.0 4.1 82 41 

赣江 115°59′56.9″ 29°09′58.2″ 6.7 17.4 6.5 152 76 

都昌 116°09′50.0″ 29°14′22.4″ 8.2 15.7 4.2 148 74 

鄱阳 116°38′11.9″ 29°00′31.6″ 14.8 16.5 3.3 301 150 

 
 

30% H2O2, 160ºC 下加热 20 分钟; 补加 1 mL 30% 
H2O2, 160ºC 下继续加热 60 分钟; 最后, 加入 1 mL 

HNO3 和  1.5 mL 30% H2O2, 在  180ºC 下加热至液

体剩  0.5 mL 左右。冷却至室温 , 取出。将消解液

全 部 转 移 至  50 mL 比 色 管 中 , 用 体 积 比 为  2%的

HNO3 定容, 混匀后待测。 

1.3  沉积物样品处理 
采集 的沉积物样 品置于−70ºC 条件下冷 冻保

存。测定前, 将样品自然解冻, 置于 60ºC 干燥箱中

干燥。去除树枝、砾石等杂质后, 将干燥的沉积物样

品研磨, 过 250 目尼龙筛, 取筛下物做进一步处理。 

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全量测定采用 HNO3-HF-

HClO4 混合体系进行消解。准确称取 0.2 g 过筛后

的沉积物样品放入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 依次加入

6 mL HNO3, 6 mL HF 和 2 mL HClO4, 在 120°C 下

恒温加热 60 分钟; 加盖, 升温至 200°C 加热 90 分

钟; 去盖, 向消解罐中补加 2 mL HNO3 和 2 mL HF;

在  200°C 下继续加热  85 分钟 , 蒸至所剩液体约为

0.5 mL 左右。冷却至室温后。将消解液全部转移入

50 mL 比色管中, 用 2% (v/v)的 HNO3 定容, 待测。 

为了更好地分析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生物有效

性, 对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的形态进行测定。准

确称取 0.5 g 过筛后的沉积物, 放入锥形瓶中, 采用

优化的 BCR 连续萃取提取法[19]对沉积物稀土元素

形态进行提取, 获得沉积物稀土元素的酸可提取态

(F1)、可氧化态(F2)、可还原态(F3)和残渣态(F4)。 

1.4  样品检测 
三角帆蚌及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Y, 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Tm, Yb, Lu)含量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Thermo X2, 

USA) 进 行 检 测 , 以  2 μg/L Ge (72), In (115) 和  Re 

(186) 混 合 液 作 为 内 标 物 , 内 标 回 收 率 控 制 在

80%~120%之间。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 采用

已知浓度的扇贝成分分析标准物质(GBW10024)和

水系沉积物成分分析标准物质(GBW07309)进行质

量控制。 

1.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中各金属测定结果均以干重方式计算 , 

以平均值±标准偏差的形式表示。通过 Pearson 相

关分析, 探讨贝类与沉积物之间金属含量的相互关

系。数据分析使用软件 PASW Statistics 18.0 完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三角帆蚌软组织中稀土元素含量 

鄱阳湖三角帆蚌软组织中稀土元素含量分布如

图 2 所示。采集的三角帆蚌软组织稀土元素平均含

量(mg/kg)的顺序为 Ce (4.95)>La (4.68)>Nd (2.10)> 

Y (1.51)>Pr (0.55)>Gd (0.51)>Sm (0.42)>Eu (0.28)> 

Dy (0.20)>Er (0.11)>Yb (0.07)>Tb (0.07)>Ho (0.04)  

>Lu (0 .02)>Tm (0.01)。三角帆蚌软组织中  Ce ,    

La 和  Nd 含量最高。从各监测点来看 ,  修水、赣

江、都昌、鄱阳和湖口三角帆蚌软组织中稀土元素

总量分别为 15.58±5.66, 26.44±3.78, 10±1.78, 15.21± 

2.57 和 10.39±0.07 mg/kg, 均值为 15.52 mg/kg。其

中, 赣江三角帆蚌稀土元素总量最高。采集的三角

帆蚌中, 轻稀土元素(ΣLREE, La, Ce, Pr, Nd. Sm, 

Eu)含量范围为  8.48~22.24 mg/kg, 均值为  12.98 

mg/kg; 重稀土元素(ΣHREE, Y, Gd, Tb, Dy, Ho, Er, 

Tm, Yb, Lu)含量范围为 1.50~4.20 mg/kg, 均值为

2.54 mg/kg。从轻、重稀土含量差异可以看出, 三

角帆蚌更易累积轻稀土元素, 这可能与轻、重稀土

元素的晶体化学性质差异有关 [20]。郭卫东等 [21]研

究过厦门海域鱼体中稀土元素含量, 结果表明鱼组

织中轻稀土的含量明显高于重稀土, 与本研究结果

类似。本研究同时表明, 轻稀土元素对贝类的生物

效应高于重稀土元素, 这一结论对稀土元素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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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角帆蚌软组织中稀土元素含量分布 
Fig. 2  Concentration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the soft tissue of Hyriopsis cumingii 

 

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稀土元素虽然不是水生生物生长的必需元素 , 

但与大部分外源性异物一样, 对生物体存在毒物兴

奋效应。低剂量的稀土元素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 , 

高剂量的稀土元素会抑制生物的生长 [22]。研究表

明, 向饲料中添加稀土氯化物可以使中国对虾的产

量提高  31%[23]。稀土元素对生物的毒性作用主要

表现在通过替换生物分子中必需的金属元素离子 , 

从而抑制酶的活性; 或者通过改变生物大分子的构

象及结构, 使金属离子与糖类、蛋白质、脂类的配

位基结合, 从而损伤动物体细胞等[24]。Evas[25]的研

究表明, 稀土元素能够替代生物体中其他有益金属

元素, 如 La3+与 Ca2+的离子半径相似, 这两种离子

在生物系统内具有竞争性, 导致许多功能蛋白和酶

被 La 抑制, 对生物体产生不良影响。孟范平等 [26]

的研究表明, La3+能够促进菲律宾蛤仔中金属硫蛋

白(MT)的诱导, 但具有一定限度。因此, 有必要从

细胞分子水平开展稀土元素对水生生物的作用机理

研究, 保障鄱阳湖等淡水环境的生态安全。 

2.2  沉积物稀土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2.2.1  稀土元素全量分析 

稀土元素具有独特的电子结构以及相似的化学

性质, 产生的元素分馏小, 在风化剥蚀、搬运沉积

和早期成岩作用过程中, 具有不易迁移的特点, 因

此它们在示踪沉积物的物质来源、物源区地球化学

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27]。对鄱阳湖沉积物

稀土元素含量进行分析检测, 可以反映沉积物中稀 

土元素的污染水平及潜在的生态危害性, 对进一步

揭示底栖动物稀土元素含量与沉积物的相关性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同步采集的鄱阳湖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含

量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 各个监测点稀土元素含

量排序相同, 平均含量(mg/kg)的顺序为 Ce (95.13) 

>La (66.62)>Nd (48.81)>Y (26.3)>Pr (14.14)>Sm  

(9.07)>Gd (8.68)>Dy (5.25)>Er (3.27)>Yb (2.87)>Eu 

(1.95)>Tb (1.32)>Ho (0.98)>Lu (0.42)>Tm (0.40)。

与中国土壤背景值相比, 除 Tb, Ho, Tm 和 Lu 含量

的顺序略有差异外, 其余均一致。修水、赣江、都

昌、鄱阳和湖口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总量分别 

270.82±3.90, 338.91±3.85, 305.6±0.19, 238.96±12.13 

和  271.83±9.64 mg/kg, 均值为  285.22 mg/kg, 高于

中 国 土 壤 平 均 值 (198.02 mg/kg), 与 珠 江 (261.35 

mg/kg)和红河(250.49 mg/kg)等污染性河流的水平[30]

相当, 表明鄱阳湖流域沉积物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人

为污染。此外, 赣江站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总量最

高, 可能是由于赣江流域稀土矿较为丰富, 且近年来

矿山开采以及冶炼厂排污等缘故, 导致该地区沉积物

中稀土元素含量偏高。对轻、重稀土元素含量的比

值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修水、赣江、都昌、鄱阳和

湖口沉积物样品中轻稀土元素与重稀土元素含量比

分别为 4.72, 4.61, 5.26, 5.02 和 4.31, 均值为 4.76。轻

稀土元素明显富集(ΣLREE 均值为 235.73 mg/kg), 重

稀土元素相对亏损 (ΣHREE 均值为  49.50 mg/kg)。

轻、重稀土元素分异较明显, (La/Yb)N 均值为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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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鄱阳湖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含量分布 
                        Table 2  Rare earth elements contents in the sediments of Poyang Lake               mg/kg 

元素 
含量 

平均值 
中国土壤 

 均值[28] 

全国泛滥平原

沉积物[29] 修水 赣江 都昌 鄱阳 湖口 

Y 24.66±0.21 32.71±0.71 25.64±0.69 21.07±0.62 27.42±0.01 26.30 23 25 

La 62.47±0.69 80.43±1.35 68.06±0.29 50.94±2.94 71.19±0.60 66.62 38 40 

Ce 87.02±2.47 112.40±1.37 113.96±0.99 89.22±4.99 73.05±7.73 95.13 72 72 

Pr 13.89±0.19 16.61±0.15 14.46±0.02 11.11±0.61 14.66±0.21 14.14 8.2  

Nd 48.95±0.68 56.15±0.35 49.35±0.00 39.03±2.33 50.58±0.60 48.81 32 31 

Sm 9.10±0.05 10.85±0.00 9.00±0.06 7.24±0.51 9.16±0.18 9.07 5.8 5.9 

Eu 2.01±0.00 2.02±0.01 1.96±0.00 1.73±0.12 2.04±0.05 1.95 1.2 1.2 

Gd 8.71±0.18 10.26±0.05 8.74±0.01 6.88±0.45 8.82±0.08 8.68 5.1 3.6 

Tb 1.33±0.01 1.56±0.00 1.31±0.01 1.03±0.07 1.35±0.02 1.32 0.8 0.83 

Dy 5.13±0.06 6.38±0.00 5.17±0.07 4.06±0.29 5.51±0.06 5.25 4.7  

Ho 0.95±0.01 1.22±0.01 0.97±0.01 0.77±0.05 1.01±0.02 0.98 1  

Er 3.16±0.04 3.90±0.01 3.27±0.02 2.69±0.17 3.36±0.05 3.27 2.8  

Tm 0.37±0.01 0.48±0.01 0.40±0.00 0.34±0.02 0.41±0.00 0.40 0.42  

Yb 2.69±0.05 3.44±0.00 2.87±0.01 2.49±0.18 2.87±0.03 2.87 2.6 2.6 

Lu 0.40±0.00 0.50±0.01 0.42±0.00 0.38±0.02 0.42±0.01 0.42 0.4 0.43 

ΣREE 270.82±3.90 338.91±3.85 305.60±0.19 238.96±12.13 271.83±9.64 285.22 198.02  

ΣLREE 223.44 278.47 256.79 199.27 220.67 235.73 157.20  

ΣHREE 47.38 60.44 48.81 39.69 51.16 49.50  40.82  

ΣLREE/ΣHREE 4.72 4.61 5.26 5.02 4.31 4.76   3.85  

 

 
δEu 反映 Eu 相对于其他稀土的分离程度, 研究发现, 

鄱阳湖沉积物中  δEu 值介于  0.58~0.75 之间 , 均值

为 0.67, 呈现出较强的陆源属性。 

2.2.2  稀土元素赋存形态分析 
金属元素的赋存形态是判断沉积物中金属元素

毒性响应及生态风险的重要指标[31]。研究表明, 沉

积物中金属元素的环境行为和毒理效应与其地球化

学形态有紧密联系 , 沉积物中金属元素的迁移转

化、毒性及潜在环境危害, 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赋存形态[32]。因此, 研究沉积物中金属元素的赋存

形态对于了解其来源、迁移转化规律和生物有效性

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 酸可提取态最容易

被水生生物利用; 可还原态主要是铁锰氧化物, 通

过吸附或共沉淀作用累积重金属, 对氧化还原条件

非常敏感, 当外界条件改变时, 可能会成为二次污

染源[33]; 可氧化态主要包括有机质结合态和硫化物

结合态, 在有强氧化剂条件下释放, 具有潜在的生

物有效性和迁移能力[34]; 而残渣态主要存在于原生

矿物和次生硅酸盐矿物晶格中, 一般情况下很难被

生物体利用[35]。 

鄱阳湖各监测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赋存形态

分布如图 3 所示。各监测点表层沉积物中稀土元素

4 种赋存形态的平均含量 (mg/kg)依次为 : 残渣态

(97.46)>可还原态(91.10)>可氧化态(27.93)>酸可提

取态 (2.57)。残渣态的百分含量与可还原态相当 , 

分别占 38.08%~51.20%和 32.53%~47.56%。酸可提

取态百分含量最低, 在 0.44%~2.04%之间。鄱阳湖

沉积物稀土元素中, 酸可提取态、可还原态、可氧

化态和残渣态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63.60%, 25.16%, 

14.30%和  16.28%。由此说明 , 沉积物稀土元素中

酸可提取态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 其最大值出

现在赣江(4.47 mg/kg), 鄱阳含量最低(0.76 mg/kg)。

这可能与人为排放情况、水体的理化性质以及金属

的吸附行为等因素有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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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鄱阳湖各监测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赋存形态分布 
Fig. 3  Speciation distribu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sediments in Poyang Lake 

 
风险评价代码(risk assessment code, RAC)是以

酸可提取态(F1)占金属总量的质量百分数来评价金

属生态风险的一种评估方法。F1<1%为无风险, F1

介于 1%~10%之间为低风险, 11%~30%为中等风险, 

31%~50%为高风险 , F1>50%为非常高风险。运用

该方法对鄱阳湖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

进 行 评 估 , 结 果 表 明 , 鄱 阳 湖 各 监 测 点 稀 土 元

素  F1 所占比例均小于  10%, 说明沉积物中各稀土

元素污染均处于无风险或低风险水平。 

2.3  稀土元素生物可利用性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 对三角帆蚌软

组织中的稀土元素含量与沉积物中稀土元素赋存形

态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三角帆蚌软组织中

大部分稀土元素与沉积物中对应元素的可氧化态和

全量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而三角

帆蚌软组织中仅有部分稀土元素(Y, Sm, Gd, Dy)与

沉积物中对应元素的可还原态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关系(p<0.05)。这说明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可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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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角帆蚌软组织中稀土元素含量与沉积物中 
稀土元素赋存形态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ignificance level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the soft tissue of Hyriopsis 
cumingii and sediments 

元素 F1 F2 F3 F4 全量 

Y  0.311 0.780* 0.812* 0.458 0.784* 

La  0.442 0.733 0.923** 0.461 0.780* 

Ce  0.055 0.456 0.887** 0.541 0.627 

Pr  0.368 0.679 0.924** 0.554 0.786* 

Nd  0.298 0.696 0.927** 0.592 0.795* 

Sm  0.497 0.795* 0.915** 0.617 0.804* 

Eu −0.083 0.621 0.294 −0.004 0.548 

Gd  0.377 0.792* 0.822* 0.547 0.804* 

Tb  0.231 0.694 0.794* 0.713 0.549 

Dy  0.377 0.767* 0.853* 0.703 0.780* 

Ho  0.092 0.525 0.620 0.661 0.565 

Er  0.303 0.721 0.780* 0.614 0.646 

Tm −0.155 0.262 0.311 0.229 0.337 

Yb  0.283 0.650 0.680 −0.145 0.581 

Lu −0.278 0.010 0.057  0.486 0.283 

ΣREE  0.318 0.687 0.919** 0.580 0.814* 

注: *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0.01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态更容易被三角帆蚌利用。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鄱阳湖三角帆蚌软组织及对应站

点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含量的测定 , 得出以下

结论。 

1) 鄱阳湖三角帆蚌软组织稀土元素平均含量

的 顺 序 为  Ce>La>Nd>Y>Pr>Gd>Sm>Eu>Dy>Er>Yb> 

Tb>Ho>Lu>Tm。稀土元素总量均值为 15.52 mg/kg。

三角帆蚌更易累积轻稀土元素, 可能与轻重稀土元

素晶体化学性质差异有关, 同时也说明轻稀土元素

对贝类的生物效应强于重稀土元素。 

2) 鄱阳湖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含量顺序为 

Ce>La>Nd>Y>Pr>Sm>Gd>Dy>Er>Yb>Eu>Tb>Ho> 

Lu>Tm。稀土元素总量均值为  285.22 mg/kg, 高于

中国土壤平均值。轻稀土元素明显富集, 重稀土元

素相对亏损。δEu 的均值为 0.67, 呈现出较强的陆

源属性。 

3) 鄱阳湖各监测点表层沉积物中 , 稀土元素 

4 种赋存形态的平均含量顺序为残渣态>可还原态 

>可氧化态>酸可提取态。酸可提取态含量最低, 但

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风险评价代码评估表明 , 

鄱阳湖各监测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污染均处于无风

险或低风险水平。 

4) 三角帆蚌软组织中大部分稀土元素与沉积

物中对应元素的可氧化态以及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 表明三角帆蚌对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生物可利

用性主要以可氧化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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